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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
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舒　 扬　 孔凡邦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 　 本文运用基于 ＳＢＭ 方向距离函数的 ＧＭＬ 指数对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７ 年长江经济带 １０８ 个城市的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ＰＶＡＲ 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 ＧＭＭ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

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

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

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

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关键词〕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ＧＭＬ 指数　 ＰＶＡＲ 模型　 长江经济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０６􀆰 ５； Ｆ２９９􀆰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０８
　 作者简介： 舒扬，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学、 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孔凡

邦，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学、 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引　 言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 中、 西三大地理区

域， 人口和 ＧＤＰ 占全国比重均超过 ４０％。 沿线城

市是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主体， 能够发挥

以点带面的积极作用。 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实现

绿色发展也是保护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重要

抓手。
但现实情况是， 长江经济带尤其是中上游地

区城市产业结构相似度高， 资源消耗总量大且增

速较快， 使得生态环境日益脆弱。 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ＴＦＰ） 是

促进经济增长的终极动力， 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高低。
产业集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别作为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和目标， 二者间存在不

可忽视的内在联系。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与实

施， 可能会通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对产业集

聚产生影响； 另外， 由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 很

可能导致 ＧＴＦＰ 增长， 进而改变城市产业集聚的

方向， 实现高质量发展。 那么是否意味着由于环

境规制变化导致产业集聚与 ＧＴＦＰ 之间存在长期

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
环境规制还可能会引致产业转移， 导致集聚

程度下降或促使集聚区转型升级， 提高竞争力， 扩

大集聚规模。 反过来， 产业集聚会产生规模、 技术

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 从而对与环境规制密切相

关的环境污染产生正向抑制或反向促进作用。 本

文基于上述理论与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的现实情

况，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 ＧＴＦＰ 发展水平进行

测算并对其增长的来源进行分解， 进而分析长江

经济带城市促进 ＧＴＦＰ 增长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机

制， 以期为早日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

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规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环境污染、 提高

了环境质量， 其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机制一直是很多

学者研究的重点。 Ｐｏｒｔｅｒ 等［１］、 Ｚｈａｎｇ 等［２］均认为

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企业采用先进生

产技术和管理制度， 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降低合

规成本，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最终实现改善环境

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 “双赢” 局面， 验证了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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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假说” 的正确性； Ｃｏｎｒａｄ 等［３］ 和 Ｇｒａｙ 等［４］ 认

为环境规制导致企业 “遵循成本” 过高， 生产负

担加重， 不仅无法实现鼓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

新的初衷， 反而会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竞

争力。 然而邱士雷等［５］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

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以及规制强度的大小都会对

绿色经济绩效产生异质性效应。
就本文重点关注的环境规制与 ＧＴＦＰ 之间的

长期均衡和动态效应而言， 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

并不多。 黄庆华等［６］ 研究发现， 政府环境规制政

策对 ＧＴＦＰ 影响具有时效性， 较近时期的规制政

策能够促进 ＧＴＦＰ 增长， 同时 ＧＴＦＰ 增长有助于

减少环境污染，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使企业能够

承受更高的规制强度。
关于产业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于以下 ３ 个方面： （１） 产业集聚对生

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治栋等［７］ 研究发现产业

集聚规模的扩张会推动城市空间规模的外延， 促

进城市绿色效率提升。 但当生产规模超过一定水

平后， 要素成本上升、 环境规制等一系列因素会

导致规模经济减弱甚至消失， 产生拥挤效应， 制

约城市绿色经济发展； （２） 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

作用形式研究。 Ｍａｒｉｕｓ 等［８］ 发现产业集聚与生产

率提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一国只有经济发展

达到特定水平后， 集聚的正向促进作用才能显现。
孙慧等［９］研究发现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促进作用存在最优集聚规模， 并表现出强

稳定性； （３） 产业集聚不同模式对生产率的影响，
Ｃｉｃｃｏｎｅ 等［１０］研究发现同质行业集聚密度增加可

以通过共享、 学习等机制有效节约企业生产成本，
由此提高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率。 宣烨等［１１］ 实证

检验发现相对于专业化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多元

化空间集聚对中小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不明显。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发现， 大多数文献仅研究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和 ＧＴＦＰ 两两之间的相互关

系， 而将 ３ 个变量纳入同一模型考察三者之间长

期均衡和动态关系的研究较少。 部分文献采用工

具变量法来尽可能消除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与

ＧＴＦＰ 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但现实情况

往往是由于规制指标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 考察

样本时间区间选择差异等原因使得工具变量法难

以达到预期效果， 本文运用 ＰＶＡＲ 模型则可以避

免这一问题。
１　 长江经济带城市 ＧＴＦＰ 测算与数据说明
１􀆰 １　 测算方法

假设将每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构造生

产前沿， 假定每个决策单元要素投入 ｘ 包含 Ｎ 个

种类， ｘｉｎ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Ｎ）∈Ｒ＋
Ｎ， 其中 ｉ 为第 ｉ 个

城市， 得到 Ｍ 种期望产出 ｙｉｍ ＝（ｙｉ１，ｙｉ２，…，ｙｉＭ）∈
Ｒ＋

Ｍ 和 Ｋ 种非期望产出 ｂｉｋ ＝ （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Ｋ）∈Ｒ＋
Ｋ，

则对于每一个决策单元而言， 其当期包含非期望

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为：

Ｐ ｔ（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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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βｔ
ｋ 为每个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 若

βｔ
ｋ≥０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则∑Ｉ

ｉ ＝ １
βｔ
ｉ ＝ １， βｔ

ｉ≥０

表示规模报酬可变。

Ｏｈ［１２］提出了全局生产可能性集合的概念并构

造出全域生产可能性集 ＰＧ（ｘ）， 解决了以往研究

中生产前沿面无法横向比较的问题，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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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当期 ＳＢＭ 方向距离函数为：

ｓＧｖ（ｘｔ，ｉ，ｙｔ，ｉ，ｂｔ，ｉ，ｇｘ，ｇｙ，ｇｂ）＝ 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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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ｔｉ ＝ １，ｚｔｋ≥０，∀ｉ；

ｓｙｍ≥０，∀ｍ； ｓｂｉ ≥０，∀ｉ

其中， （ｘｔ，ｉ，ｙｔ，ｉ，ｂｔ，ｉ）、 （ｇｘ，ｇｙ，ｇｂ）和（ ｓｘｎ，ｓｙｍ，

ｓｂｋ）分别表示城市的投入和产出向量、 方向向量和

松弛向量。 若（ ｓｘｎ，ｓｙｍ，ｓｂｋ）大于 ０， 表示要素投入和

非期望产出超过了生产前沿面的投入和非期望产

出， 而实际产出低于前沿面产出。
ＧＭＬ 指数计算： 传统的 ＭＬ 指数经常出现线

性规划无解问题， 基于 ＳＢＭ 方向距离函数的 ＧＭＬ

指数来衡量城市 ＧＴＦＰ 可以避免线性误解问题产

生， 具体表示如下：

ＧＭＬｔ＋１
ｔ ＝

１＋ｓＧｖ（ｘｔ，ｙｔ，ｂｔ，ｇｘ，ｇｙ，ｇｂ）
１＋ｓＧｖ（ｘｔ＋１，ｙｔ＋１，ｂｔ＋１，ｇｘ，ｇｙ，ｇｂ）

ＧＭＬｔ＋１
ｔ 指数大于 １、 等于 １ 和小于 １ 分别表示

从 ｔ 到 ｔ＋１ 期城市 ＧＴＦＰ 增长、 不变和下降。 进一

步地， ＧＭＬｔ＋１
ｔ 指数可以分解为全域效率变化指数

（ＧＥＦＦＣＨｔ＋１
ｔ ） 和全域技术变化指数 （ＧＴＥＣＨｔ＋１

ｔ ）
的乘积。 其中 ＧＥＦＦＣＨ 主要是指对资源配置效率、
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善， ＧＴＥＣＨ 主要指的是对生

产技术等方面的改善。 具体分解如下：

ＧＥＦＦＣＨｔ＋１
ｔ ＝

１＋ｓｔｖ（ｘｔ，ｙｔ，ｂｔ，ｇｘ，ｇｙ，ｇｂ）
１＋ｓｔｖ（ｘｔ＋１，ｙｔ＋１，ｂｔ＋１，ｇｘ，ｇｙ，ｇｂ）

ＧＴＥＣＨｔ＋１
ｔ ＝

［１＋ｓＧｖ（ｘｔ，ｙｔ，ｂｔ，ｇｘ，ｇｙ，ｇｂ）］ ／ ［１＋ｓｔｖ（ｘｔ，ｙｔ，ｂｔ，ｇｘ，ｇｙ，ｇｂ）］
［１＋ｓＧｖ（ｘｔ＋１，ｙｔ＋１，ｂｔ＋１，ｇｘ，ｇｙ，ｇｂ）］ ／ ［１＋ｓｔ＋１ｖ （ｘｔ＋１，ｙｔ＋１，ｂｔ＋１，ｇｘ，ｇｙ，ｇｂ）］

　 　 其中， ＧＥＦＦＣＨｔ＋１
ｔ 和 ＧＴＥＣＨｔ＋１

ｔ 指数大于 （小
于） １ 分别表示从 ｔ 到 ｔ＋１ 时期效率提高 （降低）
和技术进步 （衰退）。
１􀆰 ２　 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口径一致性， 本文采用长

江经济带 １０８ 个地级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要素投入、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基础数据及计算环境规制

和产业集聚所需数据。 相关指标具体构建如下：
（１） 投入要素。 本文研究的投入要素有 ４ 种：

资本、 劳动、 能源和土地资源。 对于资本投入，
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城市按可比价计算的资本

存量表示资本投入， 公式为： Ｋ ｉ，ｔ ＝ Ｋ ｉ，ｔ－１（１－δｉ） ＋

Ｉｉ，ｔ。 其中 Ｋ ｉ，ｔ、 δｉ、 Ｉｉ，ｔ 分别表示城市 ｔ 期资本存

量、 折旧率、 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为了消除

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本文利用各省相应年份的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将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转

换成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基期的

资本存量参考单豪杰［１３］ 的方法得到 ２００３ 年的资

本存量， 折旧率统一取 １０􀆰 ９６％。 在衡量劳动投

入时， 劳动时间相较于劳动人数可能是更好的指

标， 但由于地级市层面的劳动时间数据无法获取，
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全部从业人员数 （万人） 来度

量。 本文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来衡量城市生产率

提高过程中的土地资源投入， 使用全社会用电量

来衡量能源投入。
（２） 产出指标。 对于期望产出， 采用各城市

实际 ＧＤＰ （亿元） 衡量。 对于非期望产出， 运用

地级市工业烟尘、 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数

据， 利用熵值法计算出综合污染指数来衡量非期

望产出， 指数越高表明环境污染越严重。
对于环境规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ｒ），

本文借鉴李虹等［１４］ 的方法： 利用各城市工业烟

（粉） 尘去除率、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 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污水厂集中处理率共 ５ 个指标构造出综合指数。
计算步骤为： ①运用最大最小标准化法对各单项

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②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

的调整系数； ③根据调整系数和对应标准化数值

计算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①， 该综合指数越高，
表明环境规制愈严格。

对于产业集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ｇｌ），
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１５］ 所使用的区位熵来度量。
其中， ｉ 城市 ｒ 产业的区位熵计算公式为：

ａｇｇｌ＝
ｅｉ，ｒ

∑ｉ
ｅｉ，ｒ

æ

è

ç
ç

ö

ø

÷
÷

∑ｉ
ｅｉ，ｒ

∑∑ｉ
ｅｉ，ｒ

æ

è

ç
ç

ö

ø

÷
÷

其中： ｅｉ，ｒ表示 ｉ 城市 ｒ 产业总产值， 由于国

家仅公布地级市层面各行业产值数据， 因此本文

选用各城市第二产业总产值计算区位熵， 以衡量

地区产业集聚水平。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及各省市区

统计年鉴和 ＥＰＳ 数据库。 同时考虑到不同年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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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可比性， 本文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 对各城市

ＧＤＰ、 固定资产投资、 污染治理投资额等数据进

行了平减处理。
１􀆰 ３　 ＧＴＦＰ 测算结果分析

借助 ＭａｘＤＥＡ ８ Ｕｌｔｒａ 软件， 本文利用基于产

出导向的 ＤＥＡ－ＧＭＬ 指数法， 计算了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７
年长江经济带 １０８ 个地级市的 ＧＭＬ 指数及其分解

要素的变动情况。
图 １ 是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７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 ＧＴＦＰ

及其来源分解的增长趋势。 结果显示： 长江经济

带城市总体 ＧＴＦＰ 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

的良好态势。 我国 ＧＴＦＰ 增长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大致

可以分为：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
年以后 ３ 个增长期， 这与我国实行的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计划执行的首年在时间点上

高度契合。 究其原因可能是 ２００６ 年以后， 政府转

变了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思路， 首次明确提出在 “十
一五” 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１０％并

将其执行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 在晋升

锦标赛模式下， 地方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去实现这

一目标。 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
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长江经济带 ＧＴＦＰ 及其

来源分解的增长趋势

从 ＧＭＬ 指数的分解来看， 全局绿色技术效率

与全局绿色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 ５３％和

３􀆰 ４６％， 这表明长江经济带 ＧＴＦＰ 增长是绿色效

率改善和绿色技术进步的结果， 但以技术进步为

主。 从 ＧＴＦＰ 时间变化趋势来看，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

间 ＧＴＦＰ 增速表现出快速降低的趋势， 从－０􀆰 ８％降

至－３􀆰 ２％。 可能的原因是， 自 ２００１ 年顺利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呈现急剧

增长， 长江经济带城市吸引 ＦＤＩ 总额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７０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６８ 亿美元， 年均增

长率高达 １６􀆰 ６％。 此阶段， ＦＤＩ 主要投资行业以

能源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为主， 直接导致了大气环

境污染状况呈急剧恶化趋势。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年 ＧＴＦＰ 受到技术进步增长的影

响， 出现了正向增长， 在 ２００８ 年出现了 ８％的增

长速度。 可能的原因是随着 ＦＤＩ 规模的不断扩大，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 进而促进了行业整体技术进步。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间 ＧＴＦＰ 波动幅度较小， 由于全球金融危

机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出现了短暂的负增长。 但随后

国内加大创新投入、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

产设备使得 ＧＴＦＰ 在 ２０１１ 年增长率达到了 ８􀆰 １２％
的峰值。 ２０１１ 年以后， ＧＴＦＰ 又进入了小幅波动

期。 这印证了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 经济正处

于从传统的以大量要素、 投资驱动的模式向集约

化、 低能耗、 低排放的绿色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

２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２􀆰 １　 模型设定

本文在上述分析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所构造

的 ＰＶＡＲ 模型如下：
Ｙｉ，ｔ ＝αｎ＋βｎＸ ｉ，ｔ＋γｉ＋ζｔ＋μｉ，ｔ

其中 Ｙｉ，ｔ ＝ ［ ＧＴＦＰ， ａｇｇｌ， ｅｒ］， Ｘ ｉ，ｔ ＝ ［ Ｙｉ，ｔ－１，
Ｙｉ，ｔ－２，…，Ｙｉ，ｔ－ｐ］， αｎ 和 βｎ 为 ｎ×ｐ 维系数矩阵， ｐ
为 ＰＶＡＲ 模型选择的滞后阶数。 γｉ 和 ζｔ 分别为个

体效应向量和时间效应向量， μｉ，ｔ是与时间和地区

均无关的随机误差项。 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减少

偏误， 实证分析之前， 必须运用前向差分法、 组

内均值法消除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最后才能采用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计算模型待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
２􀆰 ２　 单位根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出于避免伪回归和后续脉冲响应函数的检验

结果严格依赖于误差向量满足白噪声序列向量这

一假设前提的考虑， 先对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

根检验。 本文选用 ＬＬＣ 检验， ＩＰＳ 检验，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检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ＰＰ 检验 ４ 种检验方法， 具体结果

如表 １ 所示， ＬＬＣ 检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ＰＰ 检验均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检验

和 ＩＰＳ 检验下各变量至少在 １０％的检验水平上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所有的变量都是平稳的。
本文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环境规制、 产

业集聚和 ＧＴＦＰ 三者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 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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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ＬＬＣ 检验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检验 ＩＰＳ 检验 Ｆｉｓｈｅｒ－ＰＰ 检验 结论

ＧＴＦＰ －２７􀆰 ７９０６∗∗∗ －４􀆰 ９３２１∗∗∗ －１８􀆰 ８７７２∗∗∗ ６３􀆰 ３４２２∗∗∗ 平稳

ａｇｇｌ －３􀆰 ０２１５∗∗∗ －３􀆰 ７８６７∗ －１􀆰 ４８１９∗ ６􀆰 ２７５４∗∗∗ 平稳

ｅｒ －１７􀆰 １７６２∗∗∗ －２􀆰 １５７８∗∗ －９􀆰 ８０３９∗∗∗ １３􀆰 ２７５∗∗∗ 平稳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２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

因变量 原假设 卡方 自由度 Ｐ 值

ＧＴＦＰ

环境规制不是原因 １６􀆰 ３９８ ２ ０􀆰 ０００

产业集聚不是原因 ９􀆰 ９１０８ ２ ０􀆰 ００７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２４􀆰 ３８６ ４ ０􀆰 ０００

ａｇｇｌ

ＧＴＦＰ 不是原因 ５􀆰 ３８３ ２ ０􀆰 ０６８

环境规制不是原因 ４􀆰 ９４１６ ２ ０􀆰 ０８５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１３􀆰 ６８４ ４ ０􀆰 ００８

ｅｒ

ＧＴＦＰ 不是原因 １７􀆰 ６７６ ２ ０􀆰 ０００

产业集聚不是原因 ９􀆰 ０２５１ ２ ０􀆰 ０１１

所有变量不是原因 ２７􀆰 ０５ ４ ０􀆰 ０００

　 　 由表 ２ 可知， ＧＴＦＰ 与环境规制在 ５％的显著

性水平上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ＧＴＦＰ 与产业集

聚、 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间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上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ＧＴＦＰ 与环境规制、 环

境规制与产业集聚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动态

关系， 至于这些动态关系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

用， 是否具有门槛效应以及效应的大小则需要通

过 ＧＭＭ 估计、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进一

步分析。
２􀆰 ３　 ＧＭＭ 估计结果分析

由于 ＰＶＡＲ 模型检验结论会因滞后阶数的不

同而产生敏感性变化， 因此在建立模型之前必须

先确定模型滞后期。 本文根据 Ａｎｄｒｅｗｓ 等［１６］ 所提

出的依据 ＡＩＣ、 ＢＩＣ 和 ＨＱＩＣ 统计量最小准则确定

最优滞后期数， 检验结果显示 ＡＩＣ、 ＢＩＣ 和 ＨＱＩＣ
统计量均支持滞后 ２ 期为最佳滞后期数。 因此，
本文选择滞后 ２ 期作为 ＰＶＡＲ 模型的最佳滞后期

数。 进一步地， 本文使用系统矩估计法对 ＰＶＡＲ
模型进行了估计，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根据表 ３ 的估计结果， 产业集聚滞后 １ 期对

ＧＴＦＰ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产业集聚的滞

后项对 ＧＴＦＰ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这说明我国目前

表 ３　 ＧＭＭ 估计结果

变量
ＧＴＦＰ ａｇｇｌ ｅｒ

估计系数 Ｚ 统计量 估计系数 Ｚ 统计量 估计系数 Ｚ 统计量

ＧＴＦＰ（ ｔ－１） －０􀆰 １１１８∗∗ －２􀆰 １１ －０􀆰 ０７１１∗∗∗ －４􀆰 ５８ ０􀆰 １８４５∗∗∗ ４􀆰 ３９

ＧＴＦＰ（ ｔ－２） －０􀆰 ０７８∗∗∗ －１􀆰 ８２ －０􀆰 ０３２５∗∗∗ －２􀆰 ７ ０􀆰 １３３９∗∗∗ ３􀆰 ７３

ａｇｇｌ（ ｔ－１） ０􀆰 ５１０８∗∗∗ ３􀆰 ０３ １􀆰 ０２９８∗∗∗ １４􀆰 ８９ １􀆰 ３０７５∗∗∗ ６􀆰 ２２

ａｇｇｌ（ ｔ－２） －０􀆰 ０２０４ －０􀆰 ２７ －０􀆰 １２９∗∗∗ －３􀆰 ８４ －０􀆰 ０７１９ －１􀆰 １２

ｅｒ（ ｔ－１） －０􀆰 ２９０４∗∗∗ －４􀆰 ３７ －０􀆰 ０１１８ －０􀆰 ５７ ０􀆰 ２８９４∗∗∗ ４􀆰 ４３

ｅｒ（ ｔ－２） ０􀆰 ０６８１∗ １􀆰 ４ －０􀆰 ０５３∗∗∗ －３􀆰 １ －０􀆰 ７５６∗ －１􀆰 ７８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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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的长江经济带、 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实施，
与我国所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 发展绿色经济相

辅相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产业集聚滞后 ２ 期

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转为负向， 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

是在城市产业集聚发挥规模效应的初期， 资源消

耗速度尚未超过资源再生速度和环境承载力， 环

境污染、 资源过度消耗尚未制约绿色经济发展。 但

是长期来看， 由于产业集聚负效应可能使土地成

本过度上涨、 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日益严重，
进而对技术创新产生 “拥挤效应”， 使得城市 ＧＴ⁃
ＦＰ 提升受到限制［７，１７］； 另外， 在同一集聚区 （城
市或产业园区） 内新企业可能具有比在位企业更

强的创新观念和效率， 因此， 伴随着在位企业不

断增加和空间集聚的扩大， 最终使得集聚区整体

创新力下降， 难以支撑 ＧＴＦＰ 进一步增长。
环境规制滞后 １ 期对 ＧＴＦＰ 具有显著的负向

作用， 这表明短时期内， 环境规制政策虽然能够

降低工业生产活动， 减少污染排放， 但同时加重

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 主要体现为 “遵循成本”
效应， 使得期望产出下降的幅度大于非期望产出

下降的幅度， 导致 ＧＴＦＰ 增速降低。 这与 Ｗａｎｇ Ｙ
等［１８］认为环境规制非但不能改善环境， 还会增加

企业负担， 降低生产率的结论一致。 初期环境规

制滞后 ２ 期对 ＧＴＦＰ 的影响转为正向。 可能的原

因是从长期来看， 环境规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对提升技术效率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但更多的是

通过创新补偿作用以及绿色清洁技术的扩散， 能

够抵消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不利影响［１９］。
ＧＭＭ 估计结果还表明， ＧＴＦＰ 滞后 １ 期和滞

后 ２ 期始终对产业集聚具有负向影响。 随着绿色

经济不断发展， 环境质量逐渐成为企业生产活动

的硬约束， 为了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 地方政府

倾向于制定更加严苛的污染排放标准和建立、 健

全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 这些

因素叠加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企业难以承受严苛的

规制强度被迫重新选址， 导致产业集聚水平下降，
进一步地， 环境规制滞后 ２ 期对产业集聚具有显

著的负影响， 表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主要原因可能是， 在环境

治理的初级阶段， 环境规制大多只要求企业满足

一定的环境投资要求或者达到一定排放标准， 这

种标准是大多数企业仅采取临时措施就可以实现

的。 值得注意的是， 产业集聚滞后 ２ 期对产业集

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产业集聚

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过度拥挤现象。
ＧＴＦＰ 对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这与 Ａｌｂｒｉｚｉｏ 等［２０］认为由于生产率提高为企业获

得了成本领先优势和更大的利润空间， 企业此时

有意愿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来适应新的环境

规制政策， 达到降低污染排放和节约污染减排成

本的效果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产业集聚滞后 １ 期

对环境规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滞后 ２
期对环境规制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

因是在产业集聚的初期， 由于环保标准较低， 各

地对集聚区新进企业环保准入把关不严， 吸引了

大量企业的进驻。
２􀆰 ４　 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由于 ＰＶＡＲ 模型参数的 ＧＭＭ 估计只能在较

短期间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无法充分反映

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演化路径。
因此， 本文利用脉冲效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环

境规制、 产业集聚和 ＧＴＦＰ 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

做进一步分析。
本文在进行蒙特卡洛 １０００ 次模拟的基础上，

得到在 ９５％置信区间各变量滞后 １２ 期的脉冲响应

图， 图 ２～４ 是各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其中

横轴代表响应期数， 纵轴代表脉冲响应值大小。

图 ２　 各变量对 ＧＴＦＰ 的脉冲响应

图 ２ 表明， 对于来自 ＧＴＦＰ 的一个标准差冲

击， 环境规制和 ＧＴＦＰ 同时呈现不断减弱的正向

响应， ＧＴＦＰ 在当期达到了峰值 ０􀆰 １８９１， 产业集

聚在第 ３ 期达到了峰值 ０􀆰 ０５９９， 之后逐步向初始

位置靠近。 总体来说， 环境规制对 ＧＴＦＰ 变动存

在一个由负向正的转变过程， 即门槛效应。 产业

集聚对 ＧＴＦＰ 冲击的响应会因滞后期数不同产生

由正到负的转变， 即在滞后 ９ 期之前为正向响应，
之后转为负向响应， 整体响应值较小， 不显著。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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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原因如下： （１） 在测算 ＧＴＦＰ 时， 产出函数

同时包含了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因此只要期

望产出增长速度超过非期望产出， 那么 ＧＴＦＰ 就

表现为增长； 但同时非期望产出也在增长， 进而

短期内出现了 ＧＴＦＰ 增长与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并存

的现象； （２） 随着绿色经济发展不断深化、 环保

标准的不断提升， 集聚区内企业原本使用的绿色

技术出现效率边际递减， 原有的技术难以满足环

保要求， 使得部分难以达到环保标准的企业不得

不搬离， 引起产业转移。

图 ３　 各变量对环境规制的脉冲响应

图 ３ 表明， 对于来自环境规制的一个标准化

冲击， 产业集聚响应随滞后期数不同而发生变化，
产业集聚对环境规制的正向反应在滞后 ８ 期最为

显著， 为 ０􀆰 ０５２７， 然后逐步衰减至 ０。 ＧＴＦＰ 则呈

现出由正转负的动态转换过程， ＧＴＦＰ 对环境规

制的正向反应在滞后 ６ 期最为显著， 为－０􀆰 ０５３２，
然后逐步减弱。

图 ４　 各变量对产业集聚的脉冲响应

图 ４ 表明， 对于来自产业集聚的一个标准差

冲击， ＧＴＦＰ 在第一年就做出正向反应， 其效应

为 ０􀆰 ００１１， 之后冲击力度逐渐衰减为负向效应。 但

是总体来说， ＧＴＦＰ 对产业集聚影响具有负反馈效

应。 产业集聚呈现不断减弱的正向反应。 ＧＴＦＰ 和

环境规制则呈现倒 “Ｕ” 型的动态转换过程。 这

与 ＧＭＭ 估计产业集聚滞后 １ 期与 ２ 期对 ＧＴＦＰ、
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由正转负趋势一致。

以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和 ＧＴＦＰ 增长面对 ３ 个变量冲

击的响应函数可以发现， 各变量对来自自身信息冲

击响应迅速且显著为正， 长江经济带城市 ＧＴＦＰ 对

环境规制冲击呈现出 “Ｕ” 型变化趋势， 对产业

集聚冲击呈现出倒 “Ｕ” 型变化趋势。
方差结果分析： 从图 ５～７ 的方差分解结果可

知： （１） ＧＴＦＰ 的波动在滞后第 １ 期只受自身波动

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变化， 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

对 ＧＴＦＰ 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第 １５ 期时， 环

境规制对 ＧＴＦＰ 波动的贡献程度为 ４􀆰 ６％， 产业集

聚对 ＧＴＦＰ 波动的贡献程度为 ２２􀆰 ８％。 ＧＴＦＰ 的波

动主要来自自身方差的贡献， 其中产业集聚对 ＧＴ⁃
ＦＰ 波动的贡献度要高于环境规制对其的影响； （２）
环境规制在第 １ 期主要受自身的波动与产业集聚

的影响， 产业集聚的贡献为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产业集聚和 ＧＴＦＰ 对环境规制波动的贡献度均逐渐

增加， 在第 １５ 期， 产业集聚对环境规制的贡献程

度为 ３４％， ＧＴＦＰ 对环境规制的贡献程度为 ３３％；
（３） 产业集聚在第 １ 期同样主要受自身波动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ＧＴＦＰ 和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

的贡献度逐年增加。 在第 １５ 期， ＧＴＦＰ 对产业集

聚的贡献程度为 ２１％， 而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

贡献程度为 ０􀆰 ８％。

图 ５　 各变量对 ＧＴＦＰ 的方差分解图 （单位：％）

图 ６　 各变量对环境规制的方差分解图 （单位：％）

图 ７　 各变量对产业集聚的方差分解图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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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加模型估计的有效性， 本文对实证部

分进行了如下检验： （１） 为了检验结果的可靠

性， 本文剔除长江经济带直辖市 （上海、 重庆）
数据后对模型系数重新进行估计； （２） 环境规制

与产业集聚指标的替换， 环境规制以城市历年的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度量， 产业集聚指标采用

长江经济带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城市行政面积

之比来度量产业集聚程度。 通过稳健性检验结果

得知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与前文回归结果基本一

致， 由此表明分析结果基本稳健。

３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基于 ＳＢＭ 方向距离函数的 ＧＭＬ 指

数测度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中国长江经济带 １０８ 个地

级市的 ＧＴＦＰ， 进而通过 ＰＶＡＲ 模型对 “环境规

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否存在

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得出以

下结论：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中国长江经济带城市

总体 ＧＴＦＰ 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

态势， 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 ＧＴＦＰ 的提高是绿色

效率改善和绿色技术进步的结果； （２） 短期内，
环境规制会导致挤占企业生产资源， 使得期望产

出与非期望产出同步减少。 但是产业集聚初期由

于规模效应、 溢出效应使得城市整体技术水平提

升， ＧＴＦＰ 增长。 最终在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的

共同作用下， 使得 ＧＴＦＰ 出现了小幅增长。 但长

期来看， 随着产业集聚区要素吸引力不断增强，
使得生产要素、 产出均出现了拥挤效应， 导致产

业间要素配置效率降低， 难以充分发挥技术溢出

效应和规模效应。 另外， 随着环境规制的长期实

施， 环境成为产业发展的硬约束， 推动企业进行

绿色技术创新以达到规制要求， 在拥挤效应和环

境规制引致的技术创新双重效果影响下， ＧＴＦＰ
出现了一定的增长。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１） 应当制定与城市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环境

规制政策， 形成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体系。 缩短

环境规制 “遵循成本” 到创新补偿的转换期， 避

免城市环境规制的 “遵循成本” 效应和产业集聚

的拥挤效应同时出现。 虽然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

的改善作用毋庸置疑， 但如果规制对企业所施加

成本超出了企业所能承受的必要限度， 城市发展

容易掉入过早 “去工业化” 和 “产业空心化” 的

陷阱中。
（２） 应当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引导与政策

支持， 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与应用， 支持节能

环保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由于创新具有高风险性，
而且绿色技术创新初衷更多的是为了达到环保要

求， 而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 甚至可能会对企业

技术创新产生 “挤出效应”， 对企业核心竞争力

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 地方政府加强对绿色技术

创新的引导与政策支持、 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应用、
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补贴力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３） 政府要积极推进产业集聚同时注重提高

产业集聚质量。 应当因地制宜严格控制产业集聚

区环境准入条件。 以高技术产业作为区域产业转

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现阶段长江

经济带城市要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特征来提高集聚

程度， 加强区域内部产业布局、 环境治理等方面

的协调能力。 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当地经

济和基础设施的承载力， 防止产业集聚带来的负

向效应。
注释：

①ｅｒｉ，ｔ ＝∑５

ｊ ＝ １
ωｉ，ｊ

χ
ｉ，ｊ， ω 为调整系数， χ 为单一指标标准化后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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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Ｚｈａｎｇ Ｃ， Ｌｉｕ Ｈ， Ｂｒｅｓｓｅｒｓ Ｈ Ｔ Ａ，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ｉｒｔ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７０ （１２）：

２３６９～２３７９．

［３］ Ｃｏｎｒａｄ Ｋ， Ｗａｓｔｌ 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Ｊ］ ．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５， ２０ （４）： ６１５～６３３．

［４］ Ｗａｙｎｅ Ｂ Ｇｒａｙ， Ｒｏｎａｌｄ Ｊ Ｓｈａｄｂｅｇｉ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 ４６ （３）： ３８４～４０２．

［５］ 邱士雷， 王子龙， 刘帅， 等． 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环境规制对

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８， ２８ （１２）： ４０～５１．

［６］ 黄庆华， 胡江峰， 陈习定．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两

难还是双赢？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８， ２８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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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１２）
Ｏｃｔ􀆰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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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１４９．

［７］ 张治栋， 秦淑悦． 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效率的影响———以长

江经济带 １０８ 个城市为例 ［Ｊ］ ． 城市问题， ２０１８， （７）： ４８～

５４．

［８］ Ｍａｒｉｕｓ Ｂｒüｌｈａｒｔ， Ｓｂｅｒｇａｍｉ 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６５

（１）： ０～６３．

［９］ 孙慧， 朱俏俏．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６， ２６ （ １）： １２１ ～

１３０．

［１０］ Ｃｉｃｃｏｎｅ Ａ， Ｈａｌｌ Ｒ 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 ８６ （１）： ５４～

７０．

［１１］ 宣烨， 余泳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研究———来自 ２３０ 个城市微观企业的证据 ［ Ｊ］ ． 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３４ （２）： ８９～１０４．

［１２］ Ｏｈ Ｄ Ｈ．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０， ３４ （ ３）： １８３ ～

１９７．

［１３］ 单豪杰． 中国资本存量 Ｋ 的再估算： １９５２ ～ ２００６ 年 ［ Ｊ］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８， ２５ （１０）： １７～３１．

［１４］ 李虹， 邹庆． 环境规制、 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

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１１）： １８２～１９８．

［１５］ 孙浦阳， 韩帅， 靳舒晶． 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分析———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 ［ Ｊ］ ． 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２９ （９）： ４０～５７．

［１６］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Ｄ Ｗ Ｋ， Ｌｕ Ｂ．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ｏｍ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ａｇｇ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ｙｎａｍａｇｇ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ａｇｇｌｓ， ２００１， １０１

（１）： １２３～１６４．

［１７］ 原毅军， 郭然．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创

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８，

（５）： ２３～３１．

［１８］ Ｗａｎｇ Ｙ， Ｓｈｅｎ 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６， ６２： ７５８～７６６．

［１９］ 宋德勇， 赵菲菲． 环境规制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兼论

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 ［Ｊ］ ． 城市问题， ２０１８， （１２）： ７２～７９．

［２０］ Ｓｉｌｖｉａ Ａｌｂｒｉｚｉｏ， Ｔｏｍａｓｚ Ｋｏｚｌｕｋ， Ｖｅｒａ Ｚｉｐｐｅｒ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８１： ２０９～２２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Ｖ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ｕ Ｙａ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ａｎｂ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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